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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静

如果说一种制度有生命力，一定是符合整体生存的道德，一定因为它构

造了生存互赖及互利性，而非任凭人们互损互害。它追求普遍性的合

理，而非个人合理，它通过普遍的合理性保护个体安全。

李怀印 张向东 刘家峰

欲了解集体生产中农民行为的复杂性，我们需考虑所有可能的制度性与

非制度性因素。中国农民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所构成的特定的

历史情境中，参与集体生产。如果仅仅把他们看作是自私自利的个体，

仅仅对外加的微观经济制度和由此所产生的物质激励的有无、强弱起反

应，那就忽略了农民赖以生存和劳作的社会空间的复杂性，把毛泽东时

代集体制农业的丰富现实加以简单化了。

制度的品德

■ 张 静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Zhang Jing，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

［内容提要］制度规则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非个人化，这是否意味着“见物不见人”？本文试图回答制度是否

关心人，是否存在制度品德，为何需要制度等相关问题。文章论述，制度是公共品德的实践形式，其“中

性”特征并非是伦理意义上的，制度对行为预期的影响具有道德涵意。把制度和道德以及人割裂开来，有

制度环境的原因：一些不良制度的存在，误导了人们的看法。但更主要的源自内因，即本体论上的局限：

我们对人的理解及其预见性的假定。这一讨论的意义，在于揭示法治的道德基础。我们不仅应关注其功

效方面——是否能有效解决问题，更应关注其品德方面——规则为了什么而立，基于何种伦理原则解决

问题，对预期行为带来何种道德影响。

［关键词］制度 道德基础 伦理原则 人性

一

制度有没有品德？

这一问题似乎没有引起社会学者的关注，因

为较少看到有关的讨论。

社会学者不大接受制度的比较，可能出于以

下原因。其一，不愿意把制度看成一种可比较

“质量”的“产品”，这太经济学了，他们宁愿声称

制度多元、独特，且具有地方性，和解决当地的具

体问题有关。各地的具体问题不同，最多是比较

制度的效力，其品德怎么能比较？其二，认为制

度以限制、约束，甚至处罚为特点，与德治属截然

不同的东西，而后者才与品德有关。比如中国学

界有大量讨论暗示，儒家与法家存在治理原则差

别：教化与处罚，此提法本身就含有道德褒贬的

意思。其三，学界主流的“进化与分化”认识，强

化了普遍的规则中立看法，认为人类早期社会的

特点，是伦理和法规没有分化，比如孝道既是家

庭伦理，也是家规训诫，但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

伦理和法规的分化出现，这意味着，规则之治不

再等同于伦理之治。如此逻辑，才有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需要“统一”之说法，因为它们进入近代

后逐渐不够统一了，所以才有必要特别强调。有

关的论述还传递了一种“高下”分类信息：规则较

□
170 171



□

2016/06 开 放 时 代

□

经济社会 制度的品德

之品德是更低下之物，规则，尤其是市场社会以

来的规则，对于传统品行是一种损害。

这些想法正在知识界蔓延，但我困惑于此，

而且愈发强烈。

在北大开设的《中国社会》课堂上，我曾经给

学生播放一个短片视频，内容有关中部基层一个

城镇招收公务员的案例：很多青年报名，经过笔

试和口试后，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录取者是当地干

部的子女或者亲朋子女。在课堂讨论中，面对多

数学生对这一行为的“理解和可接受”，我提出问

题发起讨论：这么做有什么损害？有人起立回

答：损害了那些考得不错，但未被录取的人。

在座有大约一百名本科学生，他们踊跃发表

看法。其中声称“不可接受”上述做法的学生人

数较少，在辩论中呈明显的弱势。我发现讨论逐

渐把问题转化了，它变成这么做究竟损害了谁，

然后便是如何取舍，哪种人当公务员后可能工作

得更好，比如可利用资源更多，相比于那些受损

者，是不是一个更值得的做法，等等。就这样，一

个原则问题转化成一个效能问题。

这种转化绝非偶然，它和我们的认识方式有

关。这种认识假定，言之损害，必须得有具体的

对象：人（person），及可见的利益（当公务员）；反

之，对抽象之物，比如规则或原则，因为缺少具体

的受害人，难以捕捉可见的利益受损，就构不成

“不可接受的损害”。举个例子，一些同学做保研

或出国申请，需要较高的学分记录，他们要求老

师给自己改成绩，并认为这么做是双赢——老师

助人求学，学生得以深造，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

益。不少人认为，这种“破例”要求虽然违规，但

不违反做人道德，因为它没有损害什么可见之

物，却有具体的受益者。

真的没有什么受到损害吗？我感到，社会理

论研究需要明确阐述现代社会条件下道德和制

度规则的关系。

二

一些理论工作已经在相关领域进行，得出不

少有见地的看法。

其一，为什么道德需要约束？桑德尔（1982）
认为必须约束，因为道德的维系和群体生活有

关，更与群体间形成的规则有关，如果没有根本

性的社群约束，道德观念必然会漫无目标，放任

自行。显然，这里所谓约束的存在，是为了巩固

共有的道德，避免道德观念“放任自行”。

其二，承认自利的制度规则，比如市场经济

体制，是否就不道德？赫希曼（2015）认为，因为

这一体制区别了欲望和利益，虽然欲望可能让人

作恶，但由于认识到不这么做更符合他的利益，

恶行欲望就有可能收敛。因此，承认并规范利益

是一种道德上的进步，因为它可以限制恶行

欲望。

需要留意，上述两种观点是在两个规则环境

下的结论。如同斯科特（James Scott）和波普金

（Samuel Popkin）的辩论，前者谈论的是村社共同

体环境下的道德，后者谈论的则是个体竞争环境

下的道德，并不构成真正的针对性，因为他们所

说的生存道德差异是两种社会关系（环境）的产

物（斯科特，2001；Popkin，1997）。
认识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因为道德的运行须

有社会基础。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人类必定对

新环境做出反应。相关群体变了，原有规则对于

道德行为的约束减弱，是转型社会特有的问题：

人们或者已经离开了传统共同体，进入新的关系

环境，或者介于两种关系环境之间游走。在传统

社会条件下，经济活动没有广泛地进入大众生

活，传统组织形态保护了多数人，也广泛地定义

了他们的生存方式：

他们不必担心，持续而清晰的、一目了然的

共同体纽带、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会被摧毁或

者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匿名性和流动性是现代

社会面临的危险的话，传统社会成员不受这些危

险的干扰（鲍曼，2003：466）。

传统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及其间共享规则的

存在，使行动者知道怎么做会产生什么后果。但

是在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关联群体不再恒定，

而原有关系群体内的规范，无法在新环境下发生

作用，最突出的例子是几年前的“小悦悦事件”。

新环境使传统的“共同体神话”遇到风险，当人们

无法预知对“自己人”的道德投资能否获得对方

的相应回报时，他们如何通过预见后果，产生有

道德的行为？

对此，经济学者较为乐观。他们相信，人们

普遍认为诚实、公开、透明、对等、遵从合约的求

利行为是道德的，原因是这么做有利于持久的商

业活动。社会学者鲍曼（Zygmunt Bauman）也论

证，人们能够意识到，实现个人的目标需要相互

依赖，在尊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目

标才对自己有利。基于对这种“能够认识到”的

确信，他断言，市场经济中存在道德需求，而且

（市场经济）能够满足这一道德需求（鲍曼，2003：
601）。

然而，在新环境下，如何让行动者产生较为

一致的结果预见是关键。行动者怎么能广泛认

识到限制当下的作恶，会对自己长远有利？无数

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人能够认识到短期利益有

悖于长远利益，一些人认识不到，一些人认为即

使有悖，眼前（确定的）利益也重于长期（不确定）

的利益。比如在我生活的社区，门禁保安人员禁

止业主开车进入，以保护园内儿童、老人的行走

安全，但常有人违禁开车撞杆进入，显然他们不

认为这一禁令和自身安全这一长期利益有什么

关系。

总之，怎样使人们像鲍曼设想的那样，普遍

“意识到”或者“预见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是问题

的关键。

故，社会理论仅仅满足于论证，“小群体道德

不会是同样兼顾所有人利益的普遍道德”，在进

入匿名大型社会——这种根本有别于传统生活

的社会——之后，就会自动产生对“普遍道德”的

需求（鲍曼，2003：600-601）是不够的，因为认知

差异及理性局限存在，人的“预见”能力差异很

大。由于这一差异，“普遍的道德需求”即使存

在，也不一定当然成为所有人的选择。这就需要

人类文明创造出一种东西：制度规则，以增强人

们对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减少预见的差异。在这

个意义上，规则的基本作用不是事后处罚，而是

事前预防，这是对预期行为进行管理——使人们

能够产生较为一致的预期，从而指导自己的

行为。

三

在熟人的环境下，由于相互关联度高，历史

信息容易获得，相对一致的行为预期不难出现，

但在关联度较低，也缺乏历史信息的情况下，约

束共同体内部关系的社会道德常常不能在新环

境下起到作用。为什么如此？

比如，“小悦悦事件”较难发生在一个共同体

环境中，这种环境使每个人都对她负有看护责

任。可是，我们无法预计这种“相互负责的道

德”，也能够在生人关系中自动持续。这不是因

为人们（彻底）放弃了这些道德，他们回到共同体

或熟人圈子里，仍然会践行这些道德，而是因为

责任通常由关系定义的惯例。在原先的关联群

体内，已经形成一套责任约束规则，成员共享，通

过社会化过程习得，如果不遵守，结果每个人都

非常清楚，他们会看到并且预见到这一后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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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品德是更低下之物，规则，尤其是市场社会以

来的规则，对于传统品行是一种损害。

这些想法正在知识界蔓延，但我困惑于此，

而且愈发强烈。

在北大开设的《中国社会》课堂上，我曾经给

学生播放一个短片视频，内容有关中部基层一个

城镇招收公务员的案例：很多青年报名，经过笔

试和口试后，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录取者是当地干

部的子女或者亲朋子女。在课堂讨论中，面对多

数学生对这一行为的“理解和可接受”，我提出问

题发起讨论：这么做有什么损害？有人起立回

答：损害了那些考得不错，但未被录取的人。

在座有大约一百名本科学生，他们踊跃发表

看法。其中声称“不可接受”上述做法的学生人

数较少，在辩论中呈明显的弱势。我发现讨论逐

渐把问题转化了，它变成这么做究竟损害了谁，

然后便是如何取舍，哪种人当公务员后可能工作

得更好，比如可利用资源更多，相比于那些受损

者，是不是一个更值得的做法，等等。就这样，一

个原则问题转化成一个效能问题。

这种转化绝非偶然，它和我们的认识方式有

关。这种认识假定，言之损害，必须得有具体的

对象：人（person），及可见的利益（当公务员）；反

之，对抽象之物，比如规则或原则，因为缺少具体

的受害人，难以捕捉可见的利益受损，就构不成

“不可接受的损害”。举个例子，一些同学做保研

或出国申请，需要较高的学分记录，他们要求老

师给自己改成绩，并认为这么做是双赢——老师

助人求学，学生得以深造，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

益。不少人认为，这种“破例”要求虽然违规，但

不违反做人道德，因为它没有损害什么可见之

物，却有具体的受益者。

真的没有什么受到损害吗？我感到，社会理

论研究需要明确阐述现代社会条件下道德和制

度规则的关系。

二

一些理论工作已经在相关领域进行，得出不

少有见地的看法。

其一，为什么道德需要约束？桑德尔（1982）
认为必须约束，因为道德的维系和群体生活有

关，更与群体间形成的规则有关，如果没有根本

性的社群约束，道德观念必然会漫无目标，放任

自行。显然，这里所谓约束的存在，是为了巩固

共有的道德，避免道德观念“放任自行”。

其二，承认自利的制度规则，比如市场经济

体制，是否就不道德？赫希曼（2015）认为，因为

这一体制区别了欲望和利益，虽然欲望可能让人

作恶，但由于认识到不这么做更符合他的利益，

恶行欲望就有可能收敛。因此，承认并规范利益

是一种道德上的进步，因为它可以限制恶行

欲望。

需要留意，上述两种观点是在两个规则环境

下的结论。如同斯科特（James Scott）和波普金

（Samuel Popkin）的辩论，前者谈论的是村社共同

体环境下的道德，后者谈论的则是个体竞争环境

下的道德，并不构成真正的针对性，因为他们所

说的生存道德差异是两种社会关系（环境）的产

物（斯科特，2001；Popkin，1997）。
认识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因为道德的运行须

有社会基础。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人类必定对

新环境做出反应。相关群体变了，原有规则对于

道德行为的约束减弱，是转型社会特有的问题：

人们或者已经离开了传统共同体，进入新的关系

环境，或者介于两种关系环境之间游走。在传统

社会条件下，经济活动没有广泛地进入大众生

活，传统组织形态保护了多数人，也广泛地定义

了他们的生存方式：

他们不必担心，持续而清晰的、一目了然的

共同体纽带、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会被摧毁或

者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匿名性和流动性是现代

社会面临的危险的话，传统社会成员不受这些危

险的干扰（鲍曼，2003：466）。

传统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及其间共享规则的

存在，使行动者知道怎么做会产生什么后果。但

是在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关联群体不再恒定，

而原有关系群体内的规范，无法在新环境下发生

作用，最突出的例子是几年前的“小悦悦事件”。

新环境使传统的“共同体神话”遇到风险，当人们

无法预知对“自己人”的道德投资能否获得对方

的相应回报时，他们如何通过预见后果，产生有

道德的行为？

对此，经济学者较为乐观。他们相信，人们

普遍认为诚实、公开、透明、对等、遵从合约的求

利行为是道德的，原因是这么做有利于持久的商

业活动。社会学者鲍曼（Zygmunt Bauman）也论

证，人们能够意识到，实现个人的目标需要相互

依赖，在尊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目

标才对自己有利。基于对这种“能够认识到”的

确信，他断言，市场经济中存在道德需求，而且

（市场经济）能够满足这一道德需求（鲍曼，2003：
601）。

然而，在新环境下，如何让行动者产生较为

一致的结果预见是关键。行动者怎么能广泛认

识到限制当下的作恶，会对自己长远有利？无数

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人能够认识到短期利益有

悖于长远利益，一些人认识不到，一些人认为即

使有悖，眼前（确定的）利益也重于长期（不确定）

的利益。比如在我生活的社区，门禁保安人员禁

止业主开车进入，以保护园内儿童、老人的行走

安全，但常有人违禁开车撞杆进入，显然他们不

认为这一禁令和自身安全这一长期利益有什么

关系。

总之，怎样使人们像鲍曼设想的那样，普遍

“意识到”或者“预见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是问题

的关键。

故，社会理论仅仅满足于论证，“小群体道德

不会是同样兼顾所有人利益的普遍道德”，在进

入匿名大型社会——这种根本有别于传统生活

的社会——之后，就会自动产生对“普遍道德”的

需求（鲍曼，2003：600-601）是不够的，因为认知

差异及理性局限存在，人的“预见”能力差异很

大。由于这一差异，“普遍的道德需求”即使存

在，也不一定当然成为所有人的选择。这就需要

人类文明创造出一种东西：制度规则，以增强人

们对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减少预见的差异。在这

个意义上，规则的基本作用不是事后处罚，而是

事前预防，这是对预期行为进行管理——使人们

能够产生较为一致的预期，从而指导自己的

行为。

三

在熟人的环境下，由于相互关联度高，历史

信息容易获得，相对一致的行为预期不难出现，

但在关联度较低，也缺乏历史信息的情况下，约

束共同体内部关系的社会道德常常不能在新环

境下起到作用。为什么如此？

比如，“小悦悦事件”较难发生在一个共同体

环境中，这种环境使每个人都对她负有看护责

任。可是，我们无法预计这种“相互负责的道

德”，也能够在生人关系中自动持续。这不是因

为人们（彻底）放弃了这些道德，他们回到共同体

或熟人圈子里，仍然会践行这些道德，而是因为

责任通常由关系定义的惯例。在原先的关联群

体内，已经形成一套责任约束规则，成员共享，通

过社会化过程习得，如果不遵守，结果每个人都

非常清楚，他们会看到并且预见到这一后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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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他们付诸“道德行为”的预期稳定性。与

陌生社会不同，共同体群体以频繁的面对面交往

和互惠著称，共同的经历产生了情感，人们之间

的责任义务和权利，通过情感的媒介得到加强。

但在陌生社会中却不能预计存在这一媒介，

因为关联群体和历史变了。有人建议，加强情感

关系，稳固相互责任，尽管愿望良好，可以理解，

但是难以实现，因为社会关系和关联群体的范围

已经发生变化，利益和价值追求多元、竞争的加

剧，使得建立情感的成本十分昂贵（所以会出现

伪装情感行为）。但缺少这个媒介，怎样辨认正

确的合作者，怎样在不知历史的情况下知晓对方

是否负责？如果道德的本质是负责，那么怎样保

证对方的认识及行动，和自己在道德上一致？由

于存在相对一致的结果预期，这些风险在共同体

社会小很多，而新环境下的关系，不仅没有自然

定义这些责任，还很方便逃避责任，对后果的一

致“可预见”势必发生困难，所以人们的责任反应

出现了多个面向。

这就需要一种新方法解决问题，促使互不认

识、缺少情感的人增强行为预期的一致性、行为

后果的预见性，办法就是建立公共规则。

公共规则的第一道德原则，是普遍共享标准

和信息。它是一种约束，但作用绝非仅仅否定或

限定，它同时也是一种对预期行为的创造，不仅

在个体和整体之间，也在过去和将来之间，创造

了关联。制度规则通过明确构造公共目标和个

人目标的关联、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联、公

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关联、个人当前利益和未来

利益的关联，来增强人们共同的预见性。如果没

有这一共享，比如规则对于有些人可以私下改

变，相对一致的预见性就无法建设起来。

考量关联是一种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并非天

然，更不是同样水平拥有。一些人需要先辨别对

象才能产生责任意识，而这些对象是传统关系告

知他们的。当新的关系出现，这些对象不是传统

熟悉的时候，就激励不出这些责任，或者必须靠

在新关系中恢复传统关系，才能明辨相互的责

任。这是我们社会中常见的现象，之所以要这么

做，是因为需要依靠传统规则及其道德建立相互

的责任。但是在陌生人中间呢？

交通规则是说明这一点的最佳例证。开车

所遇的不再是熟人，人们不可能遵循熟人礼让道

德，于是产生了交规来规定各人行走时间和道

路，让机会对等分配，以约束争抢道路的行为，保

护大家的安全。交通规则的共享和明示，让所有

人建立相对一致的预期：怎样做会有什么后果，

将承担什么责任，它背后的公共伦理，是保障所

有人具有对等（而非霸道垄断）的行路权。如果

有人违反交规，就是不愿与他人建立责任（乃道

德）约定，尽管不一定造成了人身伤害，但也损害

了公共共处的伦理。在这个意义上，交规——这

项制度是维护公共伦理的途径，它在匿名的、流

动的、非情感的环境下，让所有人的行为后果预

期变得明确可见并且一致，减少了冲突带来的社

会成本，更降低了在新环境、新对象中建立关系

的成本。这一信息、标准、规则和责任的共享体

系，是大范围流动条件下社会共处的必要使然。

四

为什么制度规则与社会伦理有关？

首先，制度规则的建立目的和伦理有关：它

是为了什么而立？它欲约束并规制的东西，是否

符合公共利益，还是只符合少数人的排他利益？

比如，医院设置的各项仪器诊断程序，是为了确

诊病情，还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

第二，制度规则是社会伦理的固定形式，可

以使之记忆并代际传递。比如孝道需要通过家

庭养老制度延续，而无法仅仅通过个人品德延

续。人际信用道德也是如此，信用水平较高的社

会都有控制信用的制度规则，比如信用档案制

度，原理是利用人们的理性自利，通过勾连其过

往行为和未来利益的方法，促进人们为了自己的

未来利益，而对当前行为的自我约束。这等于影

响了人们的预期判断，用让·梯若尔（Jean Tirole）
的说法，就是运用“激励相容”的机制，来消除非

道德行为——欺骗、失信、逃税、卸责等——的动

机。制度的设置让道德行为未来获益，不道德行

为未来受损，如果不是这样，社会伦理就难以

持续。

第三，制度规则提供行为预期和道德激励。

制度不仅仅是约束，更是一种预期和激励供给，

一些制度激励出道德行为，另一些则相反。人们

会根据制度设置调整自己的逐利行为。比如有

统计证实，当出现限定的购房机会时，离婚率会

上升，因为这么做有利于竞争购房资格。还比如

生育行为，也不仅仅是个人选择，而是与制度激

励有关。曾经一个时期，中国的生育率较高，这

与当时的两个制度因素有关：福利、机会和财产

的分配（比如分房），以家庭人口为依据；社会成

员的保障（比如养老），主要不是由本人或公共制

度承担，而是由家庭成员负责。这两个制度因

素，使得那些人口多的家庭，实际获益多于人口

少的家庭。这激励了人们的生育动机：通过生儿

育女，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机会和人生保障。

但当这些制度发生变化后，激励减弱，生育

自然大幅度下降。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对

多生的潜在（制度）激励弱化，影响了人们的生育

行为，比如子女作为“财产”的意义减少，他们越

来越和上一代的社会保障无关，这样生育成本和

收益的关系就发生变化。如果生育更有利于社

会或者家庭，那么对年轻人而言，就成为必须为

家庭完成的道德任务，而非自己所需。面对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生育，有人出来主张家庭价

值，试图通过教化巩固生育道德，但收效甚微，原

因是生育道德的制度基础发生了改变。

能否对社会伦理产生激励，可以衡量公共政

策的制定水平，但这一点很少在治理领域得到讨

论。制度实际上在分配权益，这种分配自然少不

了道德原则——给谁，以及为何给的理由。所谓

好制度，是符合公共道德伦理的制度。好的制度

都有伦理建设性，比如福利制度，在利于个人（帮

助失业者）的同时，也要求失业者通过劳动、付出

和负责利于社会。而不良的制度会破坏伦理，如

果对要求福利者完全没有要求，按需发放，卸责

行为就会增加，自我负责的社会道德就被损害。

在瑞士刚刚结束的公投中，78%的投票者否决了

全民补助计划，正是担忧这一制度对工作伦理的

负激励，所以政策制定和公共伦理建设有密切关

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即使最富裕的

国家也开始了福利制度改革。这些改革的基本

方向，是让公共政策激励国民的自立和尽责，而

非按需索取，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已经从

单方面的“自然权利”，转变为“权利和责任”

并重。

五

制度的理想特征是一视同仁，针对行为而不

是对象，这一点被称为非个人（impersonal）特征。

它与关心“人”有矛盾吗？

有的时候有。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制度，为了

管理的方便而违反人性，有一些制度试图以某种

规划改造社会道德，还有一些制度为了部分或集

团利益而设，而非为公共利益而建，这些制度不

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应当警惕的，是那些认

为规则不必要的认识。他们的理由是，规则不过

是外在于人的东西，是冷冰冰的形式，不关心人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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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他们付诸“道德行为”的预期稳定性。与

陌生社会不同，共同体群体以频繁的面对面交往

和互惠著称，共同的经历产生了情感，人们之间

的责任义务和权利，通过情感的媒介得到加强。

但在陌生社会中却不能预计存在这一媒介，

因为关联群体和历史变了。有人建议，加强情感

关系，稳固相互责任，尽管愿望良好，可以理解，

但是难以实现，因为社会关系和关联群体的范围

已经发生变化，利益和价值追求多元、竞争的加

剧，使得建立情感的成本十分昂贵（所以会出现

伪装情感行为）。但缺少这个媒介，怎样辨认正

确的合作者，怎样在不知历史的情况下知晓对方

是否负责？如果道德的本质是负责，那么怎样保

证对方的认识及行动，和自己在道德上一致？由

于存在相对一致的结果预期，这些风险在共同体

社会小很多，而新环境下的关系，不仅没有自然

定义这些责任，还很方便逃避责任，对后果的一

致“可预见”势必发生困难，所以人们的责任反应

出现了多个面向。

这就需要一种新方法解决问题，促使互不认

识、缺少情感的人增强行为预期的一致性、行为

后果的预见性，办法就是建立公共规则。

公共规则的第一道德原则，是普遍共享标准

和信息。它是一种约束，但作用绝非仅仅否定或

限定，它同时也是一种对预期行为的创造，不仅

在个体和整体之间，也在过去和将来之间，创造

了关联。制度规则通过明确构造公共目标和个

人目标的关联、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联、公

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关联、个人当前利益和未来

利益的关联，来增强人们共同的预见性。如果没

有这一共享，比如规则对于有些人可以私下改

变，相对一致的预见性就无法建设起来。

考量关联是一种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并非天

然，更不是同样水平拥有。一些人需要先辨别对

象才能产生责任意识，而这些对象是传统关系告

知他们的。当新的关系出现，这些对象不是传统

熟悉的时候，就激励不出这些责任，或者必须靠

在新关系中恢复传统关系，才能明辨相互的责

任。这是我们社会中常见的现象，之所以要这么

做，是因为需要依靠传统规则及其道德建立相互

的责任。但是在陌生人中间呢？

交通规则是说明这一点的最佳例证。开车

所遇的不再是熟人，人们不可能遵循熟人礼让道

德，于是产生了交规来规定各人行走时间和道

路，让机会对等分配，以约束争抢道路的行为，保

护大家的安全。交通规则的共享和明示，让所有

人建立相对一致的预期：怎样做会有什么后果，

将承担什么责任，它背后的公共伦理，是保障所

有人具有对等（而非霸道垄断）的行路权。如果

有人违反交规，就是不愿与他人建立责任（乃道

德）约定，尽管不一定造成了人身伤害，但也损害

了公共共处的伦理。在这个意义上，交规——这

项制度是维护公共伦理的途径，它在匿名的、流

动的、非情感的环境下，让所有人的行为后果预

期变得明确可见并且一致，减少了冲突带来的社

会成本，更降低了在新环境、新对象中建立关系

的成本。这一信息、标准、规则和责任的共享体

系，是大范围流动条件下社会共处的必要使然。

四

为什么制度规则与社会伦理有关？

首先，制度规则的建立目的和伦理有关：它

是为了什么而立？它欲约束并规制的东西，是否

符合公共利益，还是只符合少数人的排他利益？

比如，医院设置的各项仪器诊断程序，是为了确

诊病情，还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

第二，制度规则是社会伦理的固定形式，可

以使之记忆并代际传递。比如孝道需要通过家

庭养老制度延续，而无法仅仅通过个人品德延

续。人际信用道德也是如此，信用水平较高的社

会都有控制信用的制度规则，比如信用档案制

度，原理是利用人们的理性自利，通过勾连其过

往行为和未来利益的方法，促进人们为了自己的

未来利益，而对当前行为的自我约束。这等于影

响了人们的预期判断，用让·梯若尔（Jean Tirole）
的说法，就是运用“激励相容”的机制，来消除非

道德行为——欺骗、失信、逃税、卸责等——的动

机。制度的设置让道德行为未来获益，不道德行

为未来受损，如果不是这样，社会伦理就难以

持续。

第三，制度规则提供行为预期和道德激励。

制度不仅仅是约束，更是一种预期和激励供给，

一些制度激励出道德行为，另一些则相反。人们

会根据制度设置调整自己的逐利行为。比如有

统计证实，当出现限定的购房机会时，离婚率会

上升，因为这么做有利于竞争购房资格。还比如

生育行为，也不仅仅是个人选择，而是与制度激

励有关。曾经一个时期，中国的生育率较高，这

与当时的两个制度因素有关：福利、机会和财产

的分配（比如分房），以家庭人口为依据；社会成

员的保障（比如养老），主要不是由本人或公共制

度承担，而是由家庭成员负责。这两个制度因

素，使得那些人口多的家庭，实际获益多于人口

少的家庭。这激励了人们的生育动机：通过生儿

育女，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机会和人生保障。

但当这些制度发生变化后，激励减弱，生育

自然大幅度下降。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对

多生的潜在（制度）激励弱化，影响了人们的生育

行为，比如子女作为“财产”的意义减少，他们越

来越和上一代的社会保障无关，这样生育成本和

收益的关系就发生变化。如果生育更有利于社

会或者家庭，那么对年轻人而言，就成为必须为

家庭完成的道德任务，而非自己所需。面对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生育，有人出来主张家庭价

值，试图通过教化巩固生育道德，但收效甚微，原

因是生育道德的制度基础发生了改变。

能否对社会伦理产生激励，可以衡量公共政

策的制定水平，但这一点很少在治理领域得到讨

论。制度实际上在分配权益，这种分配自然少不

了道德原则——给谁，以及为何给的理由。所谓

好制度，是符合公共道德伦理的制度。好的制度

都有伦理建设性，比如福利制度，在利于个人（帮

助失业者）的同时，也要求失业者通过劳动、付出

和负责利于社会。而不良的制度会破坏伦理，如

果对要求福利者完全没有要求，按需发放，卸责

行为就会增加，自我负责的社会道德就被损害。

在瑞士刚刚结束的公投中，78%的投票者否决了

全民补助计划，正是担忧这一制度对工作伦理的

负激励，所以政策制定和公共伦理建设有密切关

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即使最富裕的

国家也开始了福利制度改革。这些改革的基本

方向，是让公共政策激励国民的自立和尽责，而

非按需索取，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已经从

单方面的“自然权利”，转变为“权利和责任”

并重。

五

制度的理想特征是一视同仁，针对行为而不

是对象，这一点被称为非个人（impersonal）特征。

它与关心“人”有矛盾吗？

有的时候有。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制度，为了

管理的方便而违反人性，有一些制度试图以某种

规划改造社会道德，还有一些制度为了部分或集

团利益而设，而非为公共利益而建，这些制度不

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应当警惕的，是那些认

为规则不必要的认识。他们的理由是，规则不过

是外在于人的东西，是冷冰冰的形式，不关心人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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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上述逻辑的

代表，即使行人违反交通规则，但如果有受伤，开

车人就至少要负一半责任。市人代会曾经几度

有代表提案，主张严格按照交规定责，都难以获

得通过，因为“撞了白撞”，在道德上处于不利地

位。不少媒体论述认为，现有的定责原则“更人

性化”，因为伤者可以利用交强险的车保限额获

得治疗，体现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要义。

我们必须回答这一问题：以是否违反交规进

行责任判定是不是为了人？

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人。人有两个面向，一

般（共性）和具体（特性）的方面。前者，他们是一

般的个体（individual），与其他人相同，有相似的

需求，比如安全、健康、有组织负责、法治保障等

等；后者，他们是特殊的个人（person），就像张三

李四的个性、特点、利益和价值观各不相同。这

种区分不是咬文嚼字，它们非常关键，因为制度

建立的基础是一般的个体，而非特殊的个人。认

识人的一般性一面，将人理解为具有共同需求特

征的个体，才可能将所有的人关联在一起。公共

规则的建立需要基于这种关联认识：你有需要，

他人也有需要，你需要照顾，他人也需要照顾，你

有权利，他人也有权利。关联的认识是整体性

的，它的识别标准，焦点不在个体（究竟是张三还

是李四），而在整体（所有人），在他们之间进行区

分的标志，就不是对象而是行为：是否违反交规

从而构成对公共秩序的损害。

没有对人的一般性认识，只有特殊性认识，

就会把损害看成只针对个人的，而不是危及到公

共秩序。如同前面要求改成绩的逻辑，要求人绝

没有认识到，私下改变个人的成绩，破坏了所有

学生的利益，因为公示的判分标准改了，大家的

成绩却没有更新。显然，如果制度规则因对象而

非行为标准而异，客观上激励了大量损害他人的

行为：不守交规、赖责、碰瓷、要求特殊照顾，这何

以见得是更“以人为本”呢？

把人看成既是具体的个人（存在差别），又是

相关的整体（需要同等对待），是法制社会获得支

持的思想基础。人类社会之所以设计规则来克

制自利，是因为认识到，这个社会并非只有自己

和亲朋好友，还必须和所有的他人共处。具体的

人（person）是人，一般的人（individual）也是人，这

样才构成人性的整体。制度关心的是整体的人

性，需要基于而不是对立于这两方面的人性。所

以，上述北京交规的责任判处，是建立在不完整

的“人”性理解基础上的。

六

如何看待人，是因文化差别而异吗？

否，是因生活经验的限度而异。对于人性的

双重性理解，并非一直就有，而是现代社会生活

扩展的产物。人类的生活史是一种实践进程，其

间对于人性及其道德的理解不断改变。随着生

活领域的扩大，原来生活在局部地方的人，不得

不与他人相处、观点对照乃至融合，以回应新的

经历和机遇带来的挑战及风险。在较为简单的

社会，一般以相同习俗的社会考量为基础，这是

由于缺乏多样的经验，同陌生人互动较少，边界

清晰，社会成员内部的差别不大（皮茨，2012：
50）。这样的条件自然无从产生自己和外人的对

等认识，因为没有机会把外人设想为是和自己

“类似”的一般个体，局部的生活经验无法提供这

样的设想，对于界外危险的防范也对立于这样的

设想产生。

对于人性的一般化认识，需要超越局部的经

验才能发生。在更大的生活范围中，社会共处不

得不面对的棘手情况，是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和分

配，这就必然出现选择。道理很简单，对自己有

利，不一定同时也对他人有利，他人是不是不必

关照的？进入公共领域，这样的选择性问题就会

产生。比如，医生的朋友要求最快最好的医疗，

但是当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给最危

急的病人——他们往往非亲非故非朋——最快

最好的医疗？这类问题直指公共伦理问题的核

心：公正是面对不同需要的道德选择，需要跨越

特指的群体界限，超然于某一社会类别，尽可能

具有广泛的“公共受益”性，而这些伦理，非得超

越局部经验的界别限制，方能生根。

公共规则需要有超越具体的利益和经验的

人性认识。如果说一种制度有生命力，一定是符

合整体生存的道德，一定因为它构造了生存互赖

及互利性，而非任凭人们互损互害。它追求普遍

性的合理，而非个人合理，它通过普遍的合理性

保护个体安全。

这类问题不是某一类文化所特有，而是在所

有的文化中都存在，所以对于人的认识，不是文

化差异，而是社会生活条件和经历的产物。任何

完整的道德体系，必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现实社

会所构造，而不能由一些先验的准则推导出来

（皮茨，2012：62、68）。这符合社会学的一般逻

辑：只有生活本身的改变，才会导致对人理解的

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特殊主义的人性理解，原

因在于局部性的生活经验土壤，而不是什么独特

文化使然。

七

回应前面提出的问题：违反制度规则究竟损

害了什么？

损害了社会生存所必要的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信赖，损害了人们对共享预期的信任，比如自

己和他人被平等对待的预期，因为一些人使用了

特权。这么做，使可确定的、公开的、共享的信息

变得不确定，清晰的原则或预期变得模模糊糊，

可有可无，公共行为的标准变得不再明确，可以

信赖和依靠的东西变得不再可靠。这些共享的

东西属于公共利益，所以违反规则损害的是公共

利益。公共利益、确定性、信任、原则和预期等抽

象之物，虽然不同于升学、就业、好处这些具体可

见的利益，但涉及所有人关切的生存保障，它们

和良好社会需要的公共伦理息息相关。

这里迫切而又困难的认识问题是，我们为何

要服从制度？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认同，认

同使尊重由内而生，尊重不受法规的限定，而是

受到道德限定，所以合乎公认道德原则的法规，

才能生根。坚持公认需要有整体想象，将自己想

象成为与他者可以共享事务的个体；坚持公认还

需要有准宗教式的信念：共享的结果是广泛受

益，而独享的结果是局部受益，所以只能掩盖，一

旦公开，就失去可持续性。

上述讨论有什么意义？

有学者证明，与权力机构有关联的群体，比

无关联的群体，更少有支持规则之治（法治）的意

愿（Wang，2015）。原因是这些群体的利益保障，

来自与权力机构的特殊关系，他们不想让他人分

享这一特殊性，也不想自己和他人“共享”相同的

信息、规则和保障地位。而普遍主义规则对这一

特殊性构成威胁，所以他们不会真心愿意法治的

确立。这一实证研究的根据来自于业界的数据，

现象与人们的观察相符，但在知识界，大量与权力

无关联的个人出于追求独特文化的秉性，似乎也

不大相信法治的作用。因此，上述研究的意义，在

于纠正知识人对于制度改进的态度，只有真正认

识到法治具有道德基础（公共利益和社会伦理）

的人，只有相信制度规则或社会政策可以比较

——除了其功效方面（是否能有效解决问题），更

有其品德方面（目的是为了什么，基于何种伦理

原则解决问题，对预期行为带来何种道德影

响）——的人，才能成为法治进步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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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上述逻辑的

代表，即使行人违反交通规则，但如果有受伤，开

车人就至少要负一半责任。市人代会曾经几度

有代表提案，主张严格按照交规定责，都难以获

得通过，因为“撞了白撞”，在道德上处于不利地

位。不少媒体论述认为，现有的定责原则“更人

性化”，因为伤者可以利用交强险的车保限额获

得治疗，体现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要义。

我们必须回答这一问题：以是否违反交规进

行责任判定是不是为了人？

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人。人有两个面向，一

般（共性）和具体（特性）的方面。前者，他们是一

般的个体（individual），与其他人相同，有相似的

需求，比如安全、健康、有组织负责、法治保障等

等；后者，他们是特殊的个人（person），就像张三

李四的个性、特点、利益和价值观各不相同。这

种区分不是咬文嚼字，它们非常关键，因为制度

建立的基础是一般的个体，而非特殊的个人。认

识人的一般性一面，将人理解为具有共同需求特

征的个体，才可能将所有的人关联在一起。公共

规则的建立需要基于这种关联认识：你有需要，

他人也有需要，你需要照顾，他人也需要照顾，你

有权利，他人也有权利。关联的认识是整体性

的，它的识别标准，焦点不在个体（究竟是张三还

是李四），而在整体（所有人），在他们之间进行区

分的标志，就不是对象而是行为：是否违反交规

从而构成对公共秩序的损害。

没有对人的一般性认识，只有特殊性认识，

就会把损害看成只针对个人的，而不是危及到公

共秩序。如同前面要求改成绩的逻辑，要求人绝

没有认识到，私下改变个人的成绩，破坏了所有

学生的利益，因为公示的判分标准改了，大家的

成绩却没有更新。显然，如果制度规则因对象而

非行为标准而异，客观上激励了大量损害他人的

行为：不守交规、赖责、碰瓷、要求特殊照顾，这何

以见得是更“以人为本”呢？

把人看成既是具体的个人（存在差别），又是

相关的整体（需要同等对待），是法制社会获得支

持的思想基础。人类社会之所以设计规则来克

制自利，是因为认识到，这个社会并非只有自己

和亲朋好友，还必须和所有的他人共处。具体的

人（person）是人，一般的人（individual）也是人，这

样才构成人性的整体。制度关心的是整体的人

性，需要基于而不是对立于这两方面的人性。所

以，上述北京交规的责任判处，是建立在不完整

的“人”性理解基础上的。

六

如何看待人，是因文化差别而异吗？

否，是因生活经验的限度而异。对于人性的

双重性理解，并非一直就有，而是现代社会生活

扩展的产物。人类的生活史是一种实践进程，其

间对于人性及其道德的理解不断改变。随着生

活领域的扩大，原来生活在局部地方的人，不得

不与他人相处、观点对照乃至融合，以回应新的

经历和机遇带来的挑战及风险。在较为简单的

社会，一般以相同习俗的社会考量为基础，这是

由于缺乏多样的经验，同陌生人互动较少，边界

清晰，社会成员内部的差别不大（皮茨，2012：
50）。这样的条件自然无从产生自己和外人的对

等认识，因为没有机会把外人设想为是和自己

“类似”的一般个体，局部的生活经验无法提供这

样的设想，对于界外危险的防范也对立于这样的

设想产生。

对于人性的一般化认识，需要超越局部的经

验才能发生。在更大的生活范围中，社会共处不

得不面对的棘手情况，是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和分

配，这就必然出现选择。道理很简单，对自己有

利，不一定同时也对他人有利，他人是不是不必

关照的？进入公共领域，这样的选择性问题就会

产生。比如，医生的朋友要求最快最好的医疗，

但是当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给最危

急的病人——他们往往非亲非故非朋——最快

最好的医疗？这类问题直指公共伦理问题的核

心：公正是面对不同需要的道德选择，需要跨越

特指的群体界限，超然于某一社会类别，尽可能

具有广泛的“公共受益”性，而这些伦理，非得超

越局部经验的界别限制，方能生根。

公共规则需要有超越具体的利益和经验的

人性认识。如果说一种制度有生命力，一定是符

合整体生存的道德，一定因为它构造了生存互赖

及互利性，而非任凭人们互损互害。它追求普遍

性的合理，而非个人合理，它通过普遍的合理性

保护个体安全。

这类问题不是某一类文化所特有，而是在所

有的文化中都存在，所以对于人的认识，不是文

化差异，而是社会生活条件和经历的产物。任何

完整的道德体系，必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现实社

会所构造，而不能由一些先验的准则推导出来

（皮茨，2012：62、68）。这符合社会学的一般逻

辑：只有生活本身的改变，才会导致对人理解的

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特殊主义的人性理解，原

因在于局部性的生活经验土壤，而不是什么独特

文化使然。

七

回应前面提出的问题：违反制度规则究竟损

害了什么？

损害了社会生存所必要的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信赖，损害了人们对共享预期的信任，比如自

己和他人被平等对待的预期，因为一些人使用了

特权。这么做，使可确定的、公开的、共享的信息

变得不确定，清晰的原则或预期变得模模糊糊，

可有可无，公共行为的标准变得不再明确，可以

信赖和依靠的东西变得不再可靠。这些共享的

东西属于公共利益，所以违反规则损害的是公共

利益。公共利益、确定性、信任、原则和预期等抽

象之物，虽然不同于升学、就业、好处这些具体可

见的利益，但涉及所有人关切的生存保障，它们

和良好社会需要的公共伦理息息相关。

这里迫切而又困难的认识问题是，我们为何

要服从制度？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认同，认

同使尊重由内而生，尊重不受法规的限定，而是

受到道德限定，所以合乎公认道德原则的法规，

才能生根。坚持公认需要有整体想象，将自己想

象成为与他者可以共享事务的个体；坚持公认还

需要有准宗教式的信念：共享的结果是广泛受

益，而独享的结果是局部受益，所以只能掩盖，一

旦公开，就失去可持续性。

上述讨论有什么意义？

有学者证明，与权力机构有关联的群体，比

无关联的群体，更少有支持规则之治（法治）的意

愿（Wang，2015）。原因是这些群体的利益保障，

来自与权力机构的特殊关系，他们不想让他人分

享这一特殊性，也不想自己和他人“共享”相同的

信息、规则和保障地位。而普遍主义规则对这一

特殊性构成威胁，所以他们不会真心愿意法治的

确立。这一实证研究的根据来自于业界的数据，

现象与人们的观察相符，但在知识界，大量与权力

无关联的个人出于追求独特文化的秉性，似乎也

不大相信法治的作用。因此，上述研究的意义，在

于纠正知识人对于制度改进的态度，只有真正认

识到法治具有道德基础（公共利益和社会伦理）

的人，只有相信制度规则或社会政策可以比较

——除了其功效方面（是否能有效解决问题），更

有其品德方面（目的是为了什么，基于何种伦理

原则解决问题，对预期行为带来何种道德影

响）——的人，才能成为法治进步的坚定支持者。

176 177



□

2016/06 开 放 时 代

□

经济社会 制度、环境与劳动积极性：重新认识集体制时期的中国农民

参考文献：

米歇尔·鲍曼，2003，《道德的市场：对自由社会中法律

与道德的社会学研究》，肖君、黄承业译，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保罗·卡恩，2015，《政治神学》，郑琪译，南京：译林出

版社。

阿尔伯特·赫希曼，2015，《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

之前的政治争论》，冯克利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莫道明等（编），2014，《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

与中国改革》，北京：东方出版社。

迈克尔·桑德尔，2012，《金钱不能买什么》，邓正来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詹姆斯·C·斯科特，200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

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珍妮弗·皮茨，2012，《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

兴起》，金毅、许鸿艳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

人民出版社。

Popkin，Samuel，1997，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
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ng Yu hua，2015，Tying the Autocrat’s Hands：The
Ri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郑 英

经济社会 制度、环境与劳动积极性：重新认识集体制时期的中国农民

制度、环境与劳动积极性：
重新认识集体制时期的中国农民*

■ 李怀印 张向东 刘家峰

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Li Huaiyin，Department of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张向东：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Zhang Xiangdong，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Management，
Henan University）
刘家峰：山东大学历史系（Liu Jiafeng，Department of History，Shandong University）
*主持本课题乡村史访谈计划的，除了三位作者之外，还包括武汉大学左松涛、河海大学李宁和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王霞三位副教授，在此谨致谢忱。本文英文初稿由李怀印执笔，并在吸收所有作者的意见后修

订而成。

［内容提要］关于集体制时期中国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欠缺，近几十年来，无论在官方

媒体的宣传还是中西方学界的解读中，皆已被广泛接受，视为当然。人们还把集体制农业的这些问题，归

咎于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政策和劳动监督管理上的各种困难。本文利用来自全国 16个省的 131份乡

村史访谈，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放到集体化时期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重新加以考察，强调不同

的正式制度（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收入分配制度、国家对农业资源的抽取过程）、非正式制度（包括村

落内部的社会网络、行为规范、集体制裁、性别角色等）以及非制度因素（当地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人

口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制约和激励村民在集体生产中的行为。此一制度环境的复杂多变，带来了

农民行为模式的多样性，也解释了集体制下的农业生产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

［关键词］生产积极性 集体制 生产队 制度环境 毛泽东时代

一、前言

数十年来，中国公众乃至学界对 20世纪 80
年代以前集体制农业的认识或想象，或多或少都

受到安徽凤阳小岗村故事的影响。根据官方宣

传，在原先生产队的经营体制下，该村的农业生

产效率低下，农民生活窘迫，温饱长期得不到解

决。1978年冬，更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饥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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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mpersonal”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institutional rules，but does this mean that institution-

al rules have regard only for things，not for persons？ This paper tries to answer such questions as whether insti-

tutions are concerned with persons？ whether there is such thing as institutional virtue？ and why we need insti-

tutions？ The paper argues that institutions are the practical form of public virtues，and their“neutrality”is not

in the ethical sense.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s on behavior expectation has moral implications. Separation of in-

stitutions from morality and persons may be due to bad institutions and their misleading effect on people’s per-

ception. But there is a more important ontological limitation：ou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and our pre-

dictive assumptions. The aim of this discussion is to reveal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rule of law. The author ar-

gues that we should be concerned not only about the utilitarian aspect of rule of law，i.e.，whether it has any effi-

cient solution to problems，but also about its virtuous aspect，i.e. for what are the rules set up？ according to

what ethical principles are solutions pursued？ and what moral influences do the ethical principles exert on ex-

pectation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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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ver the past decades，whether in the official media or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a，the

low efficiency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lack of working initiatives among the peasants in the

period of collectivization have been widely accepted and taken for granted. People tend to ascribe these issues

caused by collective farming to the policy of egalitarianism in remuneration and the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labor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Drawing on the 131 village interviews in 16 provinces across the country，this pa-

per studies the issue of production initiative of the peasants by putting them back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so-

cial context of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 is the interplay of the formal institutions（in-

cluding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the system of income distribution，and the extraction of agri-

cultural resources by the state），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including the social network，code of conduct，collec-

tive punishment，gender role，etc. inside the village）and non- institutional factors（local geographic environ-

ment，natural resources，population pressure）that jointly constrain or motivate the villagers’behavior in collec-

tive production. The high variability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lead to the diversity of the peasants’

modes of behavior. It also accounts for the tremendous differenc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the collec-

tive system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at differe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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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Cross-Border Nation” 199

Ma Rong

Abstract：The concept of“cross-border nation”has become popular in China recently. Some people consider the

populations who live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and who share common ancestry and the same language and

culture as“cross- border nations”. They hope that，by arousing the sense of identity and the emotional bond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se“cross-border nations，”cross-border exchanges and trade will be promoted，thus

giving a spur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regions of our country. However，from the

viewpoint of modern political discourse，this concept is problematic and may alert the governments and aca-

demic circles of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This paper tak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the two core concepts，“na-

tion”and“ethnic group”，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o analyze the concept of“cross-border nation”and point

out its possible negative ram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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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 Haoqun

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Buddhist meditation in the middle class and phenom-

enon of disemia in urban Thailand. As early as 1982，Michael Herzfeld expanded the concept of“diglossia”from

social linguistics and coined theterm“disemia”to incorporate the symbolic distinctions of high vs. low and in-

side vs. outside in daily life. He maintained that disemia represented the tension between external self-presenta-

tion and internal self- knowledge of a social group. In subsequent expositions，he developed，applied and re-

vised the concept of disemia，making it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idea of cultural or religious intimac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Buddhist meditation，including insight meditation，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urban

Thailand. Through learning Buddhist classics，purifying religious space and training the body with certain tech-

niques，these urban Buddhists focus on improving the self and extinguishing present sufferings. They build the

space of religious intimacy and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the rural Buddhists who are considered to be more

focusing on moral language，collective rituals and future merit pursuit. Buddhist meditation movement has-

shaped a practical“high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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